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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治理理论以自由主义民主论为基础，强调社会治理去政治化、多中心化，弱化国家权

力及排斥非西方民族文化。粤北杉村排瑶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表明，西方治理理论的洞见在于指

出了国家不可包揽社会治理，揭示了社会治理理性化的重要性。但是，它也有贬抑非西方民族文

化，以及使多民族国家产生民族分离主义的倾向。社会善治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传统民族文化

与理性主义精神、亲属网络与现代民主、社区权力与国家权力、个人与社区及国家利益等基本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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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任何社会要维持正常的秩序，都离不开社会治理。但将“治理”作为一个社会分析概念，则
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Ｊａｍｅｓ　Ｎ．Ｒｏｓｅｎａｕ）认为，治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与统治（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不同，它“指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未必出自正式授
权的管理机制”。① 该理论的另一重要倡导者戈丹（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Ｇａｕｄｉｎ）也强调，从权力运行方
式上看，“（统治）源于制度化结构的发号施令、实行控制的做法在（治理）这里遭到否定”，“（治
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② 当治理理论被应用到经验研究中时，其拓展
后的基本内涵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它强调社会治理的非政治性，社会秩序的实现可以通过行政，甚至社会自治即可实

现。典型的如博格斯（Ｃａｒｌ　Ｂｏｇｇｓ）认为，随着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兴从起，现代社会正在进
入一个“非政治化社会”，因此社会治理也须告别政治，进入“后政治”状态。③ 其次，它强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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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广东省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与地方传统研究”（项目编号：１１ＪＤＸＭ８４００１）、教育部人文
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南中国海族群互动与南岭民族走廊”（项目编号：１２ＪＪＤ７７００１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中山大学人类
学系麻国庆教授、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李筱文研究员及调查地村民给予的帮助。为保护被调查者隐私，文中除个别历史
名人外的人名和县以下的地名均已作化名处理。

［美］詹姆斯·Ｎ·罗西瑙著、张胜军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页。
［法］让－彼埃尔·戈丹著、陈思译：《现代的治理，昨天和今天》，《国际社会科学杂志》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参见［美］卡尔·博格斯著、陈家刚译：《政治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１、２７７页。



会治理的多中心化。代表学者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ｔｒｏｍ），在研究东南亚公共农
业水利设施管理的基础上指出，非政府的自主组织博弈可“让个人通过合作获得更高收益”，①

而政府管理则注定因“难以克服腐败”而“效率不高”。② 因此，“多中心治理”方是社会“治理之
道”。③ 再次，它强调在社会治理中弱化国家权力。旗帜性人物如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Ｏｓｔｒｏｍ）认为，在社会治理中，国家与资本家一样具有掠夺性，从而易形成“隐性帝国
主义”乃至“极权主义”，④并抑制社会自主治理。罗西瑙甚至认为，在国际社会中也可撇开政
府实现“跨国民主治理与合作”。⑤ 最后，它强调社会治理以理性主义精神为基础。典型的如
帕特南（Ｒｏｂｅｒｔ　Ｄ．Ｐｕｔｎａｍ）认为，一个地方的传统文化只有变成“理性公民文化”后，方能成为
“民主的运行基础”和自主组织“自发合作进行社会治理”的资源。⑥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则鲜
明地指出，非洲、中国等非西方社会的治理问题根源即是其民族文化难以在“法律理性”基础上
“创造和保持信任的纽带”。⑦ 据此，不同的民族文化俨然成了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根除的对象。
治理理论并非凭空产生。就主张通过限制与弱化国家权力达到社会“善治”（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而言，追溯理论渊源，它与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密切相关。早期的
代表人物如洛克（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提出，公民应具有相对于国家的“消极权利”、“免于国家干涉的
自由”；⑧当代代表人物如诺齐克（Ｒｏｂｅｒｔ　Ｎｏｚｉｃｋ）强调，国家的角色应是“守夜人”式的“最弱意
义的国家”；⑨哈耶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ｖｏｎ　Ｈａｙｅｋ）则甚至认为，最好的政治秩序应为“自生自发秩
序”。瑏瑠 可见，治理理论虽宣称告别政治，实际上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不过，在治理理论被引入我国时，它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之间的联系确实被予以了淡

化处理。如较早在我国推介该理论的俞可平认为，“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积极而有成效的
合作”，瑏瑡公共权力具备“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等特征，瑏瑢是“善
治”的基本条件。而毛寿龙在译介奥斯特罗姆夫妇的研究时也着重强调，其理论“为避免公共
事务的退化、保护公共事务、可持续地利用公共事务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
度基础”。瑏瑣 不可否认，在探索非政府力量对于社会管理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所具有的积极功
能方面，治理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它强调社会治理去政治化、多中
心化，弱化国家权力及排斥非西方民族文化，与转型期中国，尤其是中国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

１５

粤北杉村排瑶社会治理转型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参见［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著、王巧玲等译：《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

３５８－３５９页。

参见［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余逊达等译：《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１４页。

参见［美］迈克尔·麦金尼斯著、杨柳新译：《导言》，迈克尔·麦金尼斯编：《多中心治道与发展》，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
年版，第２９页。

参见［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著、毛寿龙译：《隐性帝国主义、掠夺性国家与自主治理》，迈克尔·麦金尼斯编：《多
中心治道与发展》，第２０９－２３３页。

参见［美］詹姆斯·Ｎ．罗西瑙著、张胜军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第３３７页。

参见［美］罗伯特·帕特南著、王列等译：《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９５－１９６页。

参见［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著、李梅译：《民主的意义及民主制度的脆弱性》，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８６页。

参见［英］洛克著、叶启芳等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７９－８０页。

参见［美］罗伯特·诺齐克著、何怀宏等译：《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５页。

参见［美］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３页。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页。

参见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第８－１１页。

毛寿龙：《中文版译序：公共事务的制度基础》，［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余逊达等译：《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第２页。



存在一定的张力。
本文以笔者于２０１２年７－８月及２０１３年１月在粤北杉村排瑶社会的田野调查为基础，①

就民族文化、国家权力与社会治理转型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寻求与西方治理理论进行对
话的可能空间。
杉村位于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面积２８平方公里，约一半为石灰岩，有“九山半水半分田”

之称。据当地村委会统计，至２０１２年７月，全村耕地面积５６６７亩（其中水田１９５６亩、旱地

３７１１亩），共９４３户３３０９人，分属９个自然村３５个村民小组。历史上，曾有多个姓氏在杉村
居住，现只剩下唐、盘、房姓，其中盘姓２户、房姓１户，其余为唐姓。唐姓之中又分为“大打”、
“罗古”、“英罗”、“考传”等４０多个家族。排瑶人的全名由姓氏、家族、名号、出生序列、性别、身
份、存殁等信息组成，如“唐帮毫十斤三贵（妹）”：“唐”为姓，“帮毫”为家族，“十斤”为名号（可省
略），“三”为其在兄弟（姐妹）中的序列（若为“一”则常省略），“贵”（“妹”）表未婚男性（女性）。
女性婚后需改为夫家名，若“唐大打四妹”嫁给“唐帮毫三贵”则改为“唐帮毫四妹”；夫妇生育之
后，妻子名中的“妹”改为“尔”（音ｎｉ　４　４），丈夫名中的“贵”改为“父止”（音ｂｉａ２　４）；他们有内孙后，
“尔”改为“婆”，“父止”改为“公”；去世后，“婆”改为“娘”，“公”改为“郎”。为行文方便又适度保
留排瑶文化特色，本文统一将男子名化为“唐＊贵”、女子名化为“唐＊妹（婆）”。

二、“政社区隔”：杉村传统社会治理模式

至少至１９３８年，杉村仍主要靠“瑶老制”治理社会。瑶老制是排瑶历史上自然形成的管理
公共事务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其成员习惯上由年事较高的人组成，②包括以下成员：

１．天长公。天长公是首要成员，主要负责处理排内纠纷、维持社会秩序以及代表本排对外
交涉等，遇有排际或本排与其他民族械斗或战争时则是军事首领。通常，天长公是德高望重
者，但要每年轮选，凡经过了“耍歌堂”仪式③的男性村民，不论其财富状况，均有可能当选。在
处理重大问题时，须经过瑶老集体决议，天长公本人并无独断权。“在集体讨论时，天长公的意
见也不具有权威性，他仅是瑶老会议召集人，不能强迫其他瑶老从其意作决议”。④

２．头目公。１９３８年，杉村有１４名头目公，其中唐姓１２名，盘、房姓各１名。⑤头目公主要
负责公共事务的具体工作，如协助天长公处理纠纷、传达瑶老会议决定，收集各户给天长公、头
目公、掌庙公和管水公的报酬（通常为谷物）。

３．掌庙公。他们是瑶老中掌管宗教事务的人，负责组织和安排各节日的宗教活动，以及给
大庙里的祖先日常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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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原指瑶民以竹木栅栏围寨而居，聚落形式呈排状。据清代李来章记载，瑶民于宋代定居于广东连南，明初已形
成“八排二十四冲”（八个大村落）之规模，因而被称为“八排瑶”或“排瑶”。参见李来章著、黄志辉校注：《连阳八排风土记》，

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９页。１９３８年，岭南大学师生数人曾到杉村作短期调查，并就亲属制度、经济、宗教和语言等
专题撰写了报告。该报告收录于１９３９年第３期的Ｌｉｎｇｎ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留下了可用来与当代进行对比的珍贵材料。

⑤ 参见Ｌｅｅ　Ｃｈｅｅ－Ｂｏｏｎ，“Ｌｏ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ｒｆａｒｅ，”Ｌｉｎｇｎ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８，Ｎｏ．３，

１９３９。

排瑶最隆重的宗教仪式，通常由择日、修庙髹公、打旗号、抢公、告祖公、游神、退公等环节构成。有资料表明，它至
少于明末时期就已形成。参见 Ｗａｎｇ　Ｗｉｎｇ－Ｃｈｏｕ，“Ｙａ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ｇｎ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８，Ｎｏ．３，

１９３９；容观夐：《容观夐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２５页。

练铭志、马建钊、李筱文：《排瑶历史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７１页。



４．管水公。管水公又分为管食水公和管田水公，分别负责管理饮用水和水田灌溉用水。

５．瑶老。瑶老又分各宗支瑶老和全排瑶老（若干小家族构成一个宗支，大家族则独立为宗
支）。作为全排的瑶老，须符合如下条件：年纪大；懂得道理、会说话；懂瑶经；会汉话、能与汉人
（尤其是官吏）打交道；有威望。① 宗支内部的瑶老则对文化、汉语条件要求略低。瑶老受推举
而任，无任职仪式和期限。遇有事故，全排的瑶老在处理过程中还需与各宗支瑶老交换意见，
协商解决。若瑶老间有意见分歧无法决议，则须交全体村民大会讨论决定。
瑶老制所有成员所做工作均属服务性质，即使天长公、头目公、掌庙公和管水公可获得一

定报酬，也很低。头目公由推选他的宗支每户每年给米４两，掌庙公、管水公每人每年得棉花

３０－４０斤。
除了处理内部纠纷和安排村内生产、生活之外，“涉外”也是瑶老制的重要职责。言及此

处，要提到政府在村中设立的“瑶长制”，即国家在村中选１人为“瑶长”、若干人为“瑶练”，隶属
相应的政府部门管理（由清至民国先后为绥瑶厅绥瑶把总、化瑶局、安化局②）。瑶长代表政府
向瑶民征收钱粮税款等，每月初一到政府领取微薄的薪饷。
从理论上讲，瑶老制和瑶长制是两套不同的系统，前者是社会内生的治理系统，属文化传

统，后者是国家政治系统的延伸。以至于李智文（Ｌｅｅ　Ｃｈｅｅ－Ｂｏｏｎ）于１９３８年进入该村短期调
查后，轻易地相信了“瑶事问头目（头目公），汉事问大汉（瑶长）”的原则性区分———排瑶内部事
务由头目公解决，而有关瑶汉族际间的事情则由瑶长处理。③ 虽然李智文也发现瑶老制与瑶
长制密不可分，所有事务和争端先由头目公处理，只有当他们无法解决时才诉诸瑶长、瑶练；然
而，他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瑶长、瑶练的地位并不比头目公高，更不会比天长公高，他们只
是政府的传话人而已”。④

对此，李筱文曾论述道：“瑶长制与瑶老制形式上是两套制度、两套班子，实际上瑶长制是
寓于瑶老制之中的。”⑤瑶长与瑶练均由各“排”推荐、政府任命而产生，这在客观上使得所有的
瑶长、瑶练都是瑶老。１９５０年代初尚在世的、曾担任杉村瑶长的唐丁桥大基、唐大打沙二也不
例外。瑶老担任了瑶长、瑶练，虽具有双重身份，但须得遵循瑶老制的办事原则，不能借仗政府
权威而自行其事，否则将被剥去瑶老资格，使其在村庄乃至整个八排瑶社会中身败名裂。瑶民
更换瑶长、瑶练无需事先征求政府意见，而是在更换之后知会政府即可。由此可见，瑶长、瑶练
虽具体承担与政府及其他族群打交道的职责，但仍受瑶老制主宰。作为一个例证，在笔者的调
查中，村中不少老人提及，瑶长、瑶练在领取政府的薪饷之后，往往要请村民喝酒，否则就会面
临村庄舆论的压力。
从以上史料中不难窥见排瑶文化传统中族群政治与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第一，从选举、

决策、执行到监督，每个环节都体现了民主理念。第二，公共权力的获得与财富关系并不紧密。
据排瑶社会历史调查者分析，中等及以下收入者约占瑶老总数的７０％。⑥ 笔者在此无意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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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练铭志、马建钊、李筱文：《排瑶历史文化》，第２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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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鹤书等：《八排文化：八排瑶的文化人类学考察》，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９８页。

练铭志、马建钊、李筱文：《排瑶历史文化》，第２８５页。

参见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组：《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南岗、内田、大掌瑶族社会调查》，广东省少数
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组编印，１９５８年，第７６页。



辈那样，将之与私有制及阶级分化联系起来，用以说明排瑶传统政治“原始民主”的特征，①只
是想说明，财富不是排瑶文化传统中人们掌握公共权力的前提。第三，由轮选制度保证机会大
致平等。第四，政治权力深嵌在亲属制度当中。第五，在国家与村落社会关系高度离散的情况
下，村庄内部公共权力能有效起到维护社会秩序和内部团结的作用，甚至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
与国家权力的对抗。

从宏观上看，亲属制度、村庄政治与社会治理及其他公共生活相互嵌套在一起，正是传统
型权威主导社会治理的特征。而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也是现代国家权力尚未建立起
来，无法有效渗透到社会当中的一种表现。不仅在排瑶社会中如此，事实上在近代国家权力
“下乡”的过程中，此种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汉族乡村社会中，即
使国民政府在乡镇设立了乡公所，在村庄也设立了保长、甲长，但保长、甲长基本上都是宗族精
英，乡村社会治理基本上仍由宗族主导。② 此类与国家区隔的社会治理特征可谓“政社区隔”。

杉村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以亲属制度基础上的族内民主为主导，既与其族群本身的文化传统有
关，也与族群外的国家权力“下乡”乏力有关。

三、“政社合作”与“政社合一”：计划经济条件下杉村社会治理模式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现代国家建设过程就是国家权力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角落，

将分散于社区中的人整合为公民的过程。③ 近代以来，中国也步履蹒跚地进入了现代化的过
程。在取得主权独立后，现代国家建设变成了历史之必需。在民族地区，这一过程也就成了社
会治理的主旋律。就杉村而言，现代国家力量进入村庄，社会治理随即开始转型。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连南县城解放时，杉村依然是国家权力未达之地。当时，瑶民自卫武装护
村，国民党中将李楚赢所率之部７００余人盘踞于杉村及邻村的山上。连南地下共产党找到了
一个叫李昌夫的农会成员，④由其作向导深入杉村及周边瑶寨。他们发动瑶族群众，打开寨
门，迎接共产党队伍进入了瑶山，并由此歼灭了李楚赢残军。之后，李楚赢带领贴身人员４０余
人藏身于杉村与邻村间的一个山洞中，同样是李昌夫出面做瑶民的思想工作，通过瑶民提供的
信息找到了其藏身之处，将其活捉。⑤。李昌夫随即成为杉村社会治理的核心人物之一。

李昌夫在社会治理格局中位置的变化并不只对其个人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对于整个村庄
而言亦是如此。杉村自此建立起党支部，由党支部负责领导村行政班子。党支书由上级党组
织任命；村行政班子由村民选举产生，当选者全部为家境贫困者。在选举的过程中，杉村被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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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０年版，第８６－９５页；陈翰笙著、冯峰译：《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４－４５页。

参见Ｓｈｕｅ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ｄ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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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夫，原名唐帮毫一贵，瑶族，祖居杉村。１９２０年，１１岁的他因家庭变故被卖给客家人聚居区某农民为子，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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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连南县志办公室编：《连南瑶族自治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７１２页。



分成十余个片，以片为单位推举候选人。客观上，村民以宗支为单位聚居者居多，因此，“片”与
“宗支”在范围上有诸多重叠之处，但二者所蕴含的社会治理逻辑很不一样。以宗支为单位产
生的瑶老以亲属网络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以片为单位产生的干部以地缘关系网络作为社会
治理的基础。村干部的酬劳来自于村民缴纳给国家的粮食的返还部分，村干部的职责也不再
仅仅是维持社会秩序，落实国家政策成为其主要工作内容。村党政干部在社会治理决策中，出
现了层级式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非如瑶老制那样所有瑶老都拥有平等的决策权。

不过，以上变化并不代表排瑶社会治理告别了民族文化传统。相反，在落实国家政策的过
程中，村干部仍大量依赖传统权威资源。他们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主要借重的并非国家强
力，而是自身在排瑶社会当中积累起来的德望，其主要工作方式是“讲道理”。所讲的“道理”也
是结合了排瑶社会的“理”与国家政策的“理”。如李昌夫在杉村任职期间，调处了好几桩“食人
命”纠纷和械斗，杜绝了“食人命”的陋习，有效维护和增强了杉村与周边客家人及其他排瑶的
团结，靠的就是一边讲排瑶文化传统，一边讲国家政策。在后来的几次反霸、剿匪中，他也并非
靠政府武装力量，而是靠自己与其他瑶民良好的私交及通晓民族习惯的优势，采取做思想工作
的方式推进工作。① 由此，实现了排瑶文化传统与国家权力的良性互动，排瑶文化传统成了现
代国家权力建构过程中排瑶社会治理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重要特征之一。排瑶干部在社会
治理转型中所起的作用是，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发掘传统文化中有利的资源落实国家政策，

而另一方面又力所能及地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引导排瑶社会改变一部分不符合现代社会治理
需要的传统习惯。此类社会治理特征可谓“政社合作”。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杉村变为杉村大队。在经济上，山林、耕地、劳力、耕牛与农具集体化，大队
干部也全面由公社任命产生。在具体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开始出现唯政府是从的现象。据

１９５８－１９６４年间担任杉村大队长的唐考传贵回忆，１９５８年杉村迫于压力参与了连南县“木材
卫星”、“木柴卫星”运动，乱砍滥伐。对石灰岩地貌占多数的杉村而言，其恶果十分明显。不
过，唐考传贵也表示，在１９５９年“反瞒产”运动中，杉村因属少数民族村寨而得以有适度抵制浮
夸风的余地。１９６０年，连南县大部分地区经济十分困难，尤其是客家人聚居的三江公社严重
缺粮，杉村无偿援助了三江公社一批粮食，排瑶、客家人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融洽。此外，与传
统排瑶社会相比照，②其文教工作也取得了长足进步。１９６０年，杉村小学被评为全国红旗学
校，次年该校少先队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少年先锋队先进集体称号”。

与排瑶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进入排瑶社会后的社会治
理模式相比较，此类社会治理具有“政社合一”的特征。第一，国家权威成为杉村干部的权力来
源。虽然大队干部的误工补贴通过工分补贴的形式由全大队的社员共同分摊，但政府更换大
队干部无须事先征得瑶民同意。大队干部在工作中面临的主要压力也来自政府。不过，在政
治运动中，普通社员对干部的行为有监督作用。也即，民主并不体现在选举中，而以大民主的
形式体现在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监督上。第二，公共权力的获得与财富成反比关系。家境
贫困者被作为政治身份可靠的体现，成为村民跻身村庄管理的重要条件。第三，不再有轮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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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保证机会大致平等。第四，政治权力在原则上被要求阶级化，在客观上也开始从亲属制度中
剥离出来。第五，在国家与村落社会关系高度紧密的情况下，村庄内部公共权力起到了连接国
家权力，与周边其他民族和族群改善关系的作用。传统排瑶的治理，主观上力图与国家和其他
族群保持区隔，在客观上被动与外界保持着消极族际沟通。与此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计划经济条件下杉村社会治理模式显然具有积极族际沟通的特点。

四、“政社分开”与“政社分工”：市场经济条件下杉村社会治理模式

１９８０年代初，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杉村首先以治理变动的方式得以落实。颇
具象征性的是唐石岭贵进入了杉村政治舞台核心。唐石岭贵生于１９４４年，杉村农业中学毕
业，１９７９年任副大队长。１９８０年，连南县政府鼓励杉村排瑶从山上移居到山下，但在启动阶
段，少有村民愿意主动搬迁，而负责这项棘手工作的正是唐石岭贵。１９８１年，唐石岭贵入党，
因支书和大队长年龄偏老，由他负责“分田到户”工作。唐石岭贵文化程度较高，早年擅长唱
歌，常代表排瑶外出演出（１９７９年还曾得到中央领导接见），练就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在某
种程度上也由此，他常代表杉村干部到县城开会，或在杉村接待县领导及其他外地人的来访，
而此时更被政府视作了推动“分田到户”工作的得力骨干。
唐石岭贵依靠原来积累起来的威望与能力，加上自己家族网络庞大，工作开展得比较顺

利，于１９８６年任杉村党支书。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间，唐石岭贵有三次机会被提拔为杉村所在的南
山乡国家干部。但因组织部门到杉村召开政审会时，有来自“罗古”、“英罗”等家族的党员反
对，三次均无果而终。１９９２年，不愿再以村庄政治舞台作为归宿的唐石岭贵主动放弃了所有
职务，开始为供销社做承包制的生意，此外偶尔参加各式各样的文艺演出。１９９０年代末，唐石
岭贵多次参加了跨省和全国的文艺表演活动。近年，他还先后被评为广东省级和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成了排瑶人尽皆知的名人。因身份的变化，再加上与村庄政治保持了适度
的距离，唐石岭贵在瑶民中的威望反而比以前更高，遇村庄重大事务时，在任的村干部经常会
请他出面。
唐石岭贵退出杉村政治舞台，对于缓解家族间在村干部中的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唐山

谷贵接替了村党支书的位置，但遗憾的是他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四年级，粗通客家话，几乎不懂
普通话，与外界的沟通存在严重障碍。而此时外界形势正发生着重大变化，市场经济开始蓬勃
兴起。唐山谷贵的上下沟通和族际沟通能力不足，使得杉村与其他排瑶村庄相比，丧失了不少
发展机会和获得外界扶贫资源的机会（直至今日，在谈及杉村的落后现状时，还不乏有村干部
将之归因于唐山谷贵担任村党支书时耽误了杉村的发展）。此外，村中还出现了偷鸡摸狗的现
象（排瑶传统社会对偷盗惩罚极其严厉，故少有发生），村民间以及村民与外村人间发生纠纷
后，开始有人不再服从调解而以打架斗殴的方式了结。

１９９８年，唐山谷贵卸任，但接下来的新领导班子也没给杉村带来新的治理面貌。党支书
唐大吉贵年龄偏大，对外沟通能力也有限，并没有比唐山谷贵从上级和外界争取到更多的资源
或发展机会。民主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倒是比较能干，但因将村庄公共资源用于谋取个人
非法收入而触犯刑法，于２００５年被判刑。同年，镇党委让县劳动局在该镇挂职副镇长的唐某
兼任杉村党支书，由唐石岩贵任村主任。因事实上无暇到杉村管事，半年后唐某推荐唐石岩贵
担任村党支书兼村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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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１９８０年代至本世纪初，杉村的治理格局重要变化在于代表国家的政府与代表社
会的村相对分开。在“政社分开”的治理模式下，以１９９８年实行的村委会竞争性选举为界又可
分为两个有微妙差别的阶段：在此之前，村委会干部虽名义上为村民选举产生，但实为政府通
过村党支部提供等额候选人名单而“任命”，故仍存在实质上的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在此
之后，村民自治制度变得更正式，乡村关系变为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国家对村庄的领导关系主
要集中在党的政治领导。在社会治理模式上，后者虽也具有“政社分开”的一般特征，但更具有
“政社分工”的色彩。
从总体上看，“政社分开”模式下的排瑶社会治理具有与大集体时代很不一样的特征。第

一，社会治理以发展经济而非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不具备此类能力的干部会制约其社会治理
绩效。第二，政治出身不再是村民跻身干部行列的条件。第三，村干部进行社会治理的权威既
有国家因素，也开始依仗社会因素，原常采用的命令式的工作方式日益不再适用。第四，亲属
网络在村庄治理中重新开始发挥作用。第五，在国家与村落社会互动相对松散的情况下，村庄
内部公共权力与国家及周边其他族群沟通的能力强弱，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效果。若具备
此类能力，即使不是村干部，也能在村庄社会治理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外，较之于“政社分开”初期，“政社分工”的社会治理模式也有其新的特征。第一，社会

治理的基础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分散的农户，开始有农户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再服从村庄
公共权力管理。第二，简单地由外来权威（如挂职副镇长）代替村庄权威，已难以实质性地进行
村庄社会治理。可见，“政府管政府的、社会管社会的”的治理分工观念已有一定影响。第三，
政府除了领导村庄发展经济，并抓好计生与治安之外，其他社会治理事务集中于村庄。第四，
除了在村委会干部选举环节外，民主在日常社会治理中缺席，与国家要求的民主选举、决策、管
理与监督四位一体的治理原则尚有距离。以至于部分村干部虽具备与外界沟通和发展经济的
能力，但因缺少制约而易导致治理失范。
对于杉村干部而言，真正公开激烈的竞争性选举始于２００８年。是年，村支书兼村主任唐

石岩贵被暴出有贪污嫌疑，在不久后的村委会主任选举中落选（其村党支书一职也被镇党委撤
销）。新任村党支书为唐高山婆（其婚前名为“唐古田妹”），她于１９５７年生于“古田”家族的一
个大家庭。与唐高山婆搭档的村委会主任唐古田贵是其娘家的一个堂兄弟，同时也是其丈夫
的表弟。唐高山婆直言，在唐古田贵与其重要竞争对手唐新田贵竞选村委会主任的过程中，她
是唐古田贵的重要支持者之一。
唐高山婆与唐古田贵关系如此紧密，使得两人在工作上配合得相当有成效。他们为杉村

从外界争取到了不少资源和发展机会。如从交通部门争取到资金，将山下新村至山上老寨及
另一自然村约６公里的土路铺成了水泥路；从水利部门争取到资金将泉水引到了每家每户，解
决了杉村村民安全饮水问题；另外，还修了灌溉水渠和机耕路各几百米。但在２００９年底，两人
的关系陷入僵局，起因是杉村第三村民小组的一片荒草地。唐古田贵以村委会法人代表身份
与国土部门及外地老板签署了一份合同，让后者将此地开发成梯田状。第三村民小组组长及
唐高山婆对此均不知情。组长带村民找她吵闹后，她打电话给唐古田贵。唐古田贵含糊地表
示，那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耕地保有量任务，没有钱，并指责其多管闲事。唐高山婆则认为，
不管此事有没有收益，唐古田贵应与作为支书的她商量。由于那些所谓的“梯田”从未通水、无
法耕种，因而在唐高山婆和村民看来，荒草地并未被他人占用，也便作罢（但据国土部门工作人
员反映，依据相关规定，拥有荒草地承包权的第三村民小组本应有一定的收益）。唐高山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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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古田贵的关系由此受到了影响。至此之后，家住县城的唐古田贵基本上很少再到杉村来处
理村务，村委会的职能大多由唐高山婆所领导的党支部履行。

２０１１年又是村委会选举年，唐新田贵再次参与竞选，但败于唐竹林贵。对他们的某些竞
选手法，唐石岭贵、唐青石贵等人均表示过不满（私底下指责其破坏了村庄的传统规矩）。言及
他们违背民主选举原则的原因，有部分村民认为，是由于某些发达地区早有类似现象，他们外
出务工时被汉族人教坏了。有些村民还枚举了诸多市场经济条件下瑶民开始变得“自私”的例
子，以证明其受汉族文化影响而“人心不古”。
毫无疑问，将以经济理性为重要特征的市场文化等同于汉族文化，并不是一种科学的认

识。事实上，汉族乡村社会同样也正经历着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治理转型。不过，村民将经济
理性在排瑶社会中变得日益重要的原因错误地归结为汉族文化的不良影响，本身即是一件值
得注意的事情。它说明，在族群意识的影响下，转型期少数民族或族群内部的社会治理问题往
往容易被误认为是族际互动的结果，从而影响族际关系。
同时，村民的此类看法还说明，排瑶村庄的治理确实正日益面临着新的格局。其中，以单

家独户经济利益为重的观念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尤为明显。除了以上提及的对村干部间关系的
影响外，经济理性也对村民间、干群间关系有影响，以至于村庄公益事业变得日益难办，村干部
们常面临着村民不配合其工作的尴尬。例如，２００９年，为改善村庄卫生状况，唐高山婆与唐古
田贵曾从政府争取到资金在杉村放置了若干个垃圾桶，用以收集垃圾统一集中处理。但是，在
接下来的几年里，大量村民仍像往常一样，将垃圾倾倒于路旁或河道里。当问及原因，此类村
民惯用的回答是这样倾倒垃圾“方便”。但也不乏有村民指出，“主要是别人说了没用，连村干
部说了都没用”。质言之，村庄舆论和公共权威对分散的农户难以构成有效管理，方是杉村公
共卫生建设失败的根源。２０１１年，唐青石贵与唐竹林贵为了从县政府争取到扶植杉村搞旅游
开发的机会，计划在村外修一段公路。现有公路在村中的路段因路旁密布了住宅，大巴车无法
通过。在占地补偿和调整土地的问题上，与所涉农户的谈判极为艰难，至今仍无实质性进展。
村庄舆论和公共权威难以约束经济独立核算的分散农户是其重要原因。目前，传统的“耍歌
堂”仪式也很难再凝聚起所有村民。２０１２年底，在杉村“大打”、“考传”等家族的“耍歌堂”仪式
中，有几位年轻的村民即向笔者抱怨该仪式“很无聊”、“很费钱”，并算起了经济账：从珠三角地
区的工厂请假回家，包括被扣的工资与奖金、路费及仪式开销，一个人起码得“损失”三千块。
村支书唐青石贵听到此类抱怨后，一方面严厉地批评了几位年轻人，让他们不能只顾自家赚钱
的事（但从年轻人事后的言论看，此类批评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收效），另一方面向笔者感叹道，
“你看，连‘耍歌堂’都这样了，（村里）别的事还能指望他们怎么样？现在的社会真是难管了，个
个（家家户户）都只顾自己赚钱，公家的事越来越不好搞”。
由此可见，上文提及“政社分工”治理模式所遇到的民主监督与分散农户难以形成善治之

合力问题，并非个别偶然的事件，而是因它正面临着系统性的多重尴尬。第一，社会治理以分
散农户为基础，且多数农户经济来源依赖外出务工，其对村庄共同体的依赖日益下降。第二，
亲属网络在村庄治理中仍起作用，但已有从属于财富原则的趋向，村干部为争夺财富甚或不惜
破坏亲属网络。第三，社会治理失范既有违传统民族文化，也有违现代民主。第四，村庄已不
缺乏擅长对外沟通的精英，但如何保证其能力被用来从外界争取资源以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
而非谋私利，尚属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五，族内民主缺失不仅会导致本族群社会治理失范，在
族群意识影响下，也会转化成族群张力，影响族际政治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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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杉村社会治理转型的启示

杉村排瑶社会治理转型的具体过程自然远比上文的描述更为复杂，不过，其转型的基本轨
迹是比较清晰的。其治理模式特征由传统瑶老制的“政社区隔”，在现代国建设中转为了计划
经济条件下的“政社合作”与“政社合一”，尔后又转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社分开”与“政社分
工”。在多民族共处格局下，排瑶的社会治理转型，同时也是其从相对封闭的社区逐步走向开
放的过程。
在“政社合作”模式下，亲属网络适度与社会治理分离，社会治理权威双重化，既来自国家

又植根于村庄。社会治理出现层级化，但民主在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治理
过程中，村干部既需遵照国家政策，又须尊重并大量依赖传统民族文化资源，并适度根据现代
社会治理要求，引导村民革新部分传统民族文化。由此视之，国家权力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如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说，会使社会治理陷入“隐性帝国主义”或“极权主义”。同样，社会治理
也并不必然如帕特南所强调的那样，须以理性主义精神为基础，与非西方民族文化不相兼容。
诚然，如治理理论所指出的，国家与社会相对分开确实有其必要。当社会治理模式转向

“政社合一”时，国家权力包揽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权威全部来自国家，容易出现唯政府是从
的弊端。但是，传统民族文化的存在，仍然不是社会治理陷入“非理性主义”的原因。相反，它
是抵制来自国家的非理性主义治理目标的力量。由此，在“政社合一”时期，排瑶的社会治理较
之与其相邻的客家人聚居区，要好得多，而其族际沟通也从消极走向积极。
在“政社分开”模式下，经济工作变为社会治理重心，社会治理变得理性化。同时，排瑶社

会本身也开始逐步理性化，村民的经济意识逐渐增强。村干部不得不既倚重国家力量开展工
作，同时还需注重在村庄社会中积累威望。亲属网络在社会治理中复苏，使得社会治理变得复
杂化。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社会治理的理性化以及社会本身的理性化，正是国家力量一边积
极培育社会自治力量，一边主动部分地退出社会治理的结果。
质言之，国家力量减弱并不必然伴随社会自治力量自动增长。双方的关系并非此消彼长，

而是相互依存。社会治理若如博格斯所主张的“去国家化”、“去政治化”，也未必有利于造就奥
斯特罗姆夫妇所说的“多中心化”，以及帕特南所强调的“理性化”。而传统民族文化复苏，如亲
属网络在社会治理中重新被激活，也并不会从总体上成为社会治理理性化的“绊脚石”。相反，
传统民族文化成为了村民与外界进行族际沟通，并积累社会威望的有利资源，从而间接地使得
此类村民（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成为村干部之外的、非正式的社会治理精英。也即，传统
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促进社会治理权威“多中心化”的力量。
在当代排瑶社会中，随着国家与村庄在社会治理上的分工逐渐清晰化，“政社分工”的社会

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在此模式下，社会治理进一步理性化，农户也变得更为分散和理性化，亲
属网络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已有减弱趋势。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此过程中，国家依然是村庄社会
治理的建设性力量，如通过扶贫资源促进村庄发展。传统民族文化也仍然是促进社会治理的
资源之一，如村干部借此从外界争取资源。
当然，当前排瑶社会治理也并非无亟待完善之处。如杉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因非常态

选举而偏离了民主的原意，更遑论选举后进行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有能力的排瑶精英并不
总是在力图推进社会善治，其中也不乏有以权谋私，乃至损公肥私者。造成此社会治理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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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乃是社会的理性化，包括村干部在内的村民均开始注重实利算计。而另一个重要原
因则恰恰是国家与传统民族文化在村庄公共权力监管上的缺位，以至于民主选举、决策、管理
和监督均失去了最后的倚靠。也即，若社会治理去政治化，极度弱化国家权力，将导致公共权
力竞争无序化，而非民主化。一味排斥传统民族文化，则将使得这种无序化的竞争失去最后的
道德限制。由此可见，社会善治不仅不应排斥国家权力与传统民族文化，相反还须以它们为
基础。
总之，杉村排瑶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表明，无论其治理模式如何转变，传统民族文化均不

应是被笼统排斥的“非理性主义”文化。同样，国家权力对社会治理而言，也不等同“隐性帝国
主义”或“极权主义”。只有“政社合一”的特殊模式才会使得国家权力包揽社会治理，一定程度
上会影响社会善治的推进。而在“政社合作”、“政社分开”与“政社分工”等社会治理模式下，社
会治理权威“多中心化”与国家权力并不矛盾。相反，若将国家削至“最弱”，以至无国家权力作
后盾，社会治理将易出现“赢者通吃”的格局。进而，族内精英的营利性行为，不仅会不同程度
地损害其本族群众的利益，甚至也会造成不同民族间的隔阂、怨恨，乃至族际政治的不和谐。
若借此重新检视以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为基础的当代西方治理理论，不难发现，其洞见在于指出
了国家不可包揽社会治理，并呈现出了社会治理理性化的重要性①。但当它过度强调社会治
理要去政治化、多中心化，弱化国家权力，以及对非西方民族文化进行排斥时，则无疑矫枉过
正、有失偏颇。在其着力主张的四个治理特征中，最后一个方面有否认不同民族文化均可能实
现善治之误判，而前三者则有使多民族国家产生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之嫌疑。
由此，当我们“进口”所谓“最先进”的治理理论时，既不可忽略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根基，更不可忽略其移植目的地的“地方性知识”②，如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族群政治逻辑。若将
其视作“免检产品”，盲目地推向我国（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社会治理，其不仅作用有限，也不无
害处。当然，从其建设性意义来看，治理理论也确实给多民族框架下的社会治理提出了诸多值
得深思的问题。如何平衡传统民族文化与理性主义精神，亲属网络与现代民主，社区权力与国
家权力，个人与社区及国家利益等基本关系，将是社会善治之关键，同时也是多民族政治和谐
之关键。要解决此类问题，势必不仅要借鉴西方理论，更要立足本土经验，作更多去伪存真、去
粗存精的反思。唯其如此，才会对我国的社会善治与多民族政治和谐有所裨益。

〔责任编辑 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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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此，并非所有传统民族文化都能被笼统地视作现代社会治理的有利资源。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待在具体
条件下作进一步细致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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